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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医生、患者及司法鉴定人群体对我国医疗纠纷现状及医疗损害鉴定的认知，探究更有
利于医疗纠纷解决的医疗损害鉴定模式。 方法 设计调查问卷，随机抽取 2019年 4—11月四川省和重庆
市的在职临床医生、司法鉴定人及住院患者进行调查，使用 SPSS 22.0软件对各项调查结果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 结果 相较于患者（24.92%），医生（61.72%）认为目前医患关系比以前更紧张；医患双方均更倾向于
选择自愿协商和人民调解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司法鉴定人对医疗卫生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程度最高，医
生次之，患者最低；66.72%的医生、78.41%的患者认为需要进行医疗损害鉴定，且更倾向于委托司法鉴定
机构；不同群体均认为司法鉴定人和医生应共同参与鉴定，80.94%的医生认为应由鉴定机构对鉴定意见负
责，而非鉴定人负责。 结论 建议医学会和司法鉴定机构应在双方现有基础上取长补短，制定基本统一的
医疗损害鉴定规则。建议规范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行为，以提高自身鉴定水平，并在鉴定中积
极邀请临床医学专家会诊，推进司法鉴定的规范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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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erceptions of doctors, patients and forensic examiner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dical disputes and medical damage identification in China, and to explore the
medical damage identification model that is more conducive for the resolution of medical dispute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and in-service clinicians, forensic examiners and inpatients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Chongqing Cit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April to November 2019. SPSS
22.0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of various survey results. Results Compared with patients
（24.92%）, doctors （61.72%） believed that the current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was more tense than
before; both doctors and patients were more inclined to choose voluntary consultation and people’s me‐
diation to resolve medical disputes; forensic examiners have the highest level of cognition of medical
and health-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followed by doctors and patients; 66.72% of doctors and
78.41% of patients believed that medical damage identification was necessary, and they were more in‐
clined to entrust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institutions; different groups all believed that forensic examiners
and doctors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identification together, 80.94% of doctors believed that the ap‐
praisal institution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forensic opinion, not the appraiser. Conclu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Medical Associ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sh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formulate basic unified rule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medical damage. It is suggested to stan‐
dardize the behavior of medical damage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institutions and appraisers, to improve
their own appraisal level, actively invite clinical medical experts for consultation in identification, and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scientization of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Keywords： forensic medicine; medical dispute; medical damage; appraisal model; questionnaire investi‐
gation approach; Sichuan;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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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损害鉴定专题· 医患关系的稳定一直是影响社会整体稳定、和谐

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我国有效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

环节。医疗纠纷数量居高不下，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

讼案件和医疗损害赔偿金的迅速增长[1]，增加了大众

社会压力的同时也为医疗机构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

担。自 20世纪末，医疗纠纷就成为全世界共同关心

的重要民生问题，各国学者从传统医学方法到现代临

床风险管理策略方面不断进行探索[2]，希望找到一种

合理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

医疗损害鉴定是判断医方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

错并造成损害，以及医方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

在因果关系的鉴定，是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依据。伴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逐步完善，医疗损害鉴定模式经

历了多次改革，目前已经形成了分别由医学会和司法

鉴定机构作为鉴定主体的“二元化”鉴定模式。医学

会的鉴定专家以临床医疗工作者为主，接受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指导和管理，鉴定以同一地区内的“同行

评议”为原则，但因鉴定人员多为当地医疗机构的在

职医生，相互之间或多或少存在一定联系，鉴定的公

正性一直受到群众质疑。司法鉴定机构为独立的第

三方机构，由司法行政机关监督管理，鉴定人员多为

具有法医学资质的司法鉴定人，相较于在职医生，虽

然在临床医学专业知识和临床医疗实践经验方面有

所欠缺，但更具法律意识和中立性，其鉴定被称为医

疗损害司法鉴定，遵循司法鉴定原则，是司法审判的

证据之一。因两种机制不同的鉴定机构并行，无先后

关系，“二元化”鉴定模式在实际运行中产生了大量多

头鉴定、重复鉴定案件，未能有效提升鉴定意见的公

正性和科学性，不利于医疗纠纷的有效解决。

2018年 8月，国务院发布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

理条例》，对医疗损害鉴定作出了新的规定；2021年
2月中华医学会印发了《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规则

（试行）》，同年 11月司法部发布了《医疗损害司法鉴

定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分别对医疗损害医学会

鉴定和司法鉴定进行了具体规范。本研究通过结合

既往文献资料，设计与医疗损害鉴定密切相关的、民

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广泛征求医生、

患者及司法鉴定人的意见，对其进行综合分析，以探

索更加有利于医疗纠纷解决的医疗损害鉴定模式。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年 4—11月四川省及重庆市 8家医院的

在职医生和因伤或因病需住院治疗的患者以及 9家
司法鉴定机构的在职司法鉴定人，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自制《医疗纠纷处理及鉴定认知调查问卷》（经预调查

后进行修订），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发放问卷并回收。

1.2 调查内容

《医疗纠纷处理及鉴定认知调查问卷》医生版调

查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对医疗纠纷的认识、对医疗纠

纷鉴定的模式倾向 3个方面，共计 32题；患者版调查

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对医疗纠纷的认识、对医疗纠纷

鉴定的模式倾向 3个方面，共计 23题；司法鉴定人版

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对医疗纠纷鉴定的模式倾向

两个方面，共计 31题。题型均为单项选择题。

1.3 统计分析

将所得各项调查结果数据录入计算机建立数

据库，使用 SPSS 22.0软件（美国 IBM公司）对其进行

χ²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回收问卷情况为：医生 640份，患者

301份，司法鉴定人 132份。

所调查的临床医生中，56人为现医学会医疗损

害鉴定专家库专家；408人经历过医疗纠纷，232人未

经历过医疗纠纷。

所调查的患者中，40人经历过医疗纠纷，261人
未经历过医疗纠纷。

所调查的司法鉴定人中，28人为现医学会医疗损

害鉴定专家库专家；96人参与过医疗损害鉴定，36人
未参与过医疗损害鉴定。

2.2 不同群体对医疗纠纷的认知

2.2.1 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现状的认知

医患双方对目前医患关系与之前相比是否更为

紧张的看法明显不同，医生认为目前医患关系比以前

更紧张的比例高于患者（P<0.05，表 1）。

2.2.2 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认知

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存在差异，

患者选择双方自愿协商的倾向高于医生（P<0.05）。

曾经历过医疗纠纷的医生选择双方自愿协商的比例

表 1 医患双方对目前医患关系的认知
Tab. 1 Cognition of current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n（%）］

注：1）与医生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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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对目前医患关系的认知

比以前更紧张

比以前稍缓和

无明显变化或不清楚

医生（N=640）
395（61.72）
113（17.66）
132（20.63）

患者（N=301）
75（24.92）1）

126（41.86）1）

100（33.22）1）

注：1）与医生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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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未经历过医疗纠纷的医生选择申请医疗纠纷人

民调解的比例最高，未经历过医疗纠纷的患者选择双

方自愿协商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比例高于曾经历

过医疗纠纷的患者（P<0.05，表 2）。

2.2.3 不同群体对《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的知晓

程度

20.31%的医生、13.62%的患者和 62.88%的司法

鉴定人选择知道并了解《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57.19%的医生、32.23%的患者和 28.03%的司法鉴定

人选择知道但不了解，22.50%的医生、54.15%的患者

和 9.09%的司法鉴定人选择不知道。其中，司法鉴定

人的知晓程度最高，患者的知晓程度最低（P<0.05）。

曾经历过医疗纠纷的患者知晓程度高于未经历过的

患者。

2.3 医生与司法鉴定人群体参与医疗损害鉴定的

积极性比较

2.3.1 参与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专家遴选的意愿

70.78%的医生和 82.58%的司法鉴定人表示愿意

参与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专家遴选，司法鉴定人参与

专家遴选的意愿高于医生（P<0.05）。

2.3.2 对参与医疗损害鉴定的机构的选择

16.25%的医生选择只参与医学会鉴定，15.91%
的司法鉴定人选择只参与司法鉴定机构鉴定，83.75%
的医生和 84.09%的司法鉴定人选择两种鉴定都参与。

2.3.3 对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责任承担的认知

85.00%的医生表示愿意在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

上签名，79.84%的医生表示愿意就医疗损害鉴定意

见出庭作证。

医生和司法鉴定人群体对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

应由鉴定人还是鉴定机构负责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

医生选择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应由鉴定机构负责的

比例高于司法鉴定人（P<0.05，表 3）。

2.4 不同群体对医疗损害鉴定模式的倾向

2.4.1 医患双方对医疗损害鉴定的认知

患者（78.41%）较医生（66.72%）更认为需要在医

疗纠纷解决过程中进行医疗损害鉴定（P<0.05），且选

择司法鉴定机构的倾向高于医生（表 4）。

经历过医疗纠纷的患者较未经历过医疗纠纷的

患者认为鉴定意见对于之后相关机构进行调解或司

法审判的影响程度更高（55.00%经历过医疗纠纷的

患者认为影响程度>75%，表 5）。

2.4.2 不同群体对不同鉴定机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公

平性的评价

医生认为医学会鉴定公平公正和较为公平公正

的比例略高于司法鉴定，28.90%和 18.60%的患者分

别表示对医学会鉴定和司法鉴定不了解，其余患者中

认为司法鉴定公平公正的比例高于医学会鉴定（P<
0.05，表 6）。96.43%的目前是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

专家库专家的司法鉴定人认为应对医学会开展医疗

损害鉴定设定具体条件，以更好地确保鉴定公平性。

2.4.3 不同群体对参与医疗损害鉴定组成人员的认知

对司法鉴定人临床医学专业知识掌握程度的认

知：5.47%的医生和 6.82%的司法鉴定人认为掌握全

面，34.38%的医生和 42.42%的司法鉴定人认为比较

全面，47.50%的医生和 47.73%的司法鉴定人认为比

较欠缺，12.66%的医生和 3.03%的司法鉴定人认为很

欠缺，医生认为很欠缺的比例高于司法鉴定人。

在既往的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中，90.00%的鉴定人

表示曾聘请临床专家参与会诊，会诊频率为几乎每次

表 2 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
Tab. 2 The choice of medical dispute resolu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n（%）］

解决途径

双方自愿协商

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

提起诉讼

未考虑过

医生

经历过医疗纠纷
（N=408）
133（32.60）
105（25.74）
81（19.85）
56（13.73）
33（8.09）

未经历过医疗纠纷
（N=232）
52（22.41）1）

75（32.33）1）

41（17.67）1）

27（11.64）1）

37（15.95）1）

合计
（N=640）
185（28.91）
180（28.13）
122（19.06）
83（12.97）
70（10.94）

患者

经历过医疗纠纷
（N=40）
12（30.00）
7（17.50）
9（22.50）
10（25.00）
2（5.00）

未经历过医疗纠纷
（N=261）
97（37.16）2）

54（20.69）2）

33（12.64）2）

20（7.66）2）

57（21.84）2）

合计
（N=301）
109（36.21）3）

61（20.27）3）

42（13.95）3）

30（9.97）3）

59（19.60）3）

注：1）与经历过医疗纠纷的医生比较，P<0.05；2）与经历过医疗纠纷的患者比较，P<0.05；3）与医生合计项比较，P<0.05。

表 3 医生和司法鉴定人对承担鉴定意见责任的认知
Tab. 3 Cognition of undertaker of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orensic opinions between doctors and

forensic examiners ［n（%）］
医疗损害鉴定
意见书责任方

鉴定人

鉴定机构

医生
（N=640）
122（19.06）
518（80.94）

司法鉴定人
（N=132）
76（57.58）1）

56（42.42）1）

注：1）与医生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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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 40.91%，经常的占 33.33%。当会诊意见与本人不

一致时，39.39%的鉴定人选择坚持自己的意见。当司

法鉴定人参与医学会鉴定，个人意见与临床专家意见

冲突时，60.71%的司法鉴定人选择坚持自己的意见。

97.73%的司法鉴定人认为应定期开展临床专业知识、

医疗损害鉴定知识培训以提高鉴定人员的专业性。

医生、患者和司法鉴定人群体对鉴定人员组成的

认知略有不同（P<0.05，表 6）。

93.13%的医生、85.05%的患者和 93.18%的司法

鉴定人认为司法鉴定人和临床医生一同参与鉴定可

更好地确保鉴定公平性，92.50%的医生、82.39%的患

者和 86.36%的司法鉴定人认为司法鉴定人和临床医

生一同参与鉴定可减少重复鉴定。

2.4.4 不同群体对参与异地鉴定的意愿

38.91%的医生、43.85%的患者和 39.39%的司法

鉴定人表示愿意参与异地鉴定。

3 讨 论

3.1 调查对象范围

本研究为非全面调查，调查对象为在四川省、重

庆市从业或就医的人群。目前我国不同省市有不同

的医疗损害鉴定模式倾向，例如上海的鉴定模式就与

西南地区有较大差异[3]，因此，本次调查存在一定的地

域局限性，难以反映全国范围内医生、患者及司法鉴

定人的全部意见，仅代表我国西南地区或与之医疗、

鉴定模式相同地区的人群意见。此外，考虑到初级职

表 6 不同群体对医疗损害鉴定公平性的评价
Tab. 6 Evaluation of fairness of medical damage identification by different groups ［n（%）］

项目

对医学会鉴定公平性的认知

公平公正

较为公平公正

欠公平公正

对司法鉴定公平性的认知

公平公正

较为公平公正

欠公平公正

鉴定人员组成

只有临床医生

只有司法鉴定人

两者同时参与

医生（N=640）
223（34.84）
366（57.19）
51（7.97）
218（34.06）
333（52.03）
89（13.91）
23（3.59）
23（3.59）
594（92.81）

患者 1）

66（30.84）
116（54.21）
32（14.95）
97（39.59）
136（55.51）
12（4.90）
15（4.98）
39（12.96）
247（82.06）

司法鉴定人（N=132）
32（24.24）
78（59.09）
22（16.67）
52（39.39）
77（58.33）
3（2.27）
4（3.03）
7（5.30）

121（91.67）
注：1）对医学会鉴定公平性的认知项，患者 N=214；对司法鉴定公平性的认知项，患者 N=245；鉴定人员组成项，患者 N=301。医

生、患者及司法鉴定人三者的所有项进行比较，P<0.05。

表 4 医患双方对医疗损害鉴定机构的选择
Tab. 4 The choice of medical damage identification institutions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n（%）］

鉴定机构

司法鉴定机构

当地医学会

不清楚

医生

需要鉴定
（N=427）
318（74.47）
73（17.10）
36（8.43）

不需要鉴定
（N=213）
124（58.22）
67（31.46）
22（10.33）

合计
（N=640）
442（69.06）
140（21.88）
58（9.06）

患者

需要鉴定
（N=236）
188（79.66）
20（8.47）
28（11.86）

不需要鉴定
（N=65）
40（61.54）
6（9.23）
19（29.23）

合计
（N=301）
228（75.75）1）

26（8.64）1）

47（15.61）1）

注：1）与医生合计项相比，P<0.05。

表 5 患者对鉴定意见影响程度的认知
Tab. 5 Patients’cognition of the impact of forensic opinions ［n（%）］

是否经历过医疗纠纷

是

否

合计

影响程度

<25%
3（7.50）
22（8.43）1）

25（8.31）

25%~50%
7（17.50）
75（28.74）1）

82（27.24）

50%~75%
8（20.00）
95（36.40）1）

103（34.22）

>75%
22（55.00）
69（26.44）1）

91（30.23）

合计

40（13.29）
261（86.71）
301（100.00）

注：1）与经历过医疗纠纷的患者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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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或低年限从业人员日后参与医疗损害鉴定的可能

性及普通大众对医疗损害鉴定的认识，本次调查并未

将是否参与过医疗损害鉴定作为调查对象的纳入标准。

3.2 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现状的认知

本调查结果显示，61.72%的医生和 24.92%的患

者认为目前医患关系更加紧张，而 17.66%的医生和

41.86%的患者认为比以前稍缓解，患者较医生更为

乐观。笔者所在团队于 2011—2014年进行的相关研

究[4-5]结果显示，74.58%的医生和 50.55%的患者认为

医患关系更紧张，8.76%的医生、12.36%的患者认为稍

缓和。上述结果说明，经过政府多年的努力，医患关

系得到一定改善，但仍较为紧张，医生态度较为悲观。

63.75%（408人）的医生表示曾经历过不同程度

的医疗纠纷，该数据与中国医师协会 2018年发布的

《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6]调查结果相似，与夏勇

军等[7]在 2012年得出的调查结果（46.11%的医护人员

经历过医疗纠纷）相比呈明显升高趋势，受医疗纠纷

困扰的医生群体在不断扩大。

对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经历过医疗纠纷的

医生更倾向于双方自愿协商（32.60%），未经历过的

则更倾向于人民调解（32.33%），选择提起诉讼的占

总人数的 12.97%。患者选择双方自愿协商的比例最

高（36.21%），其次为人民调解（20.27%），其中曾经历

过医疗纠纷的患者选择提起诉讼的达 25.00%。医患

双方自愿协商和人民调解是目前解决医疗纠纷的主

流，每年超过 60.00%的医疗纠纷通过人民调解方式

化解[8]，但最终进入诉讼程序的比例有增加趋势。据

统计[9]，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由 2010年的 16 959件增长到 2014年的 19 944件，平

均每年增长 4%，说明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完善，人民

的法律意识增强，愿意依法解决纠纷。

3.3 不同群体对医疗纠纷处理鉴定相关法律法规

的认知

医疗卫生相关法律法规直接影响医患双方的心

理维度以及大众对社会的认知，决定了医疗体制的结

构[10]。本次调查发现，对我国最新颁布的关于医疗纠

纷处理的法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生

中仅 20.31%有详细了解，54.15%的患者不知道其发

布，了解程度最高的是司法鉴定人，知晓率为 90.91%。

笔者所在团队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

下简称《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就医生和患者对《侵权

责任法》的了解程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患者的知晓

率为 45.02%[5]，医生对该法规相关内容的认识程度不

高，尤其是关于医疗机构免责条款和患者知情同意方

面[5，7]。医生和患者对医疗卫生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

程度一直较低，从《侵权责任法》实施至今并未有明显

变化。法律在无形之中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11]，影

响着医生的行为和治疗[10]，有必要加强医生和患者对

相关领域法律法规的学习，保障医生执业安全，促进

双方合法维权。

司法鉴定人对法律知识的知晓程度最高，与其职

业特点有关。医疗损害鉴定是针对医学问题的专门

性鉴定，但除了专业医学问题外，更多的是针对医师

的诊疗行为是否符合临床诊疗指南、相关法律法规等

问题的鉴定，在这方面司法鉴定人更具优势，他们能

从早期就正确认识到纠纷的核心问题，并根据医学知

识和法律分析来解决案件[12]。

3.4 医生与司法鉴定人群体参与医疗损害鉴定的

意愿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司法鉴定人参与医疗损害鉴

定的积极性高于临床医生，80.00%以上的医生和司

法鉴定人都不排斥受邀参与各机构组织的鉴定。目

前，大多数医学会鉴定会邀请司法鉴定专家参与，司

法鉴定中遇到专门性问题也会聘请相关领域医学专

家会诊并出具会诊意见书。在司法鉴定人既往鉴定

过程中聘请专家会诊的频率为几乎每次、经常的分别

占 40.91%和 33.33%，实际工作中，医生愿意以会诊专

家的身份积极参与到司法鉴定中。

我国三大诉讼法规定，鉴定意见是调解的依据、

诉讼的证据，具有法律效力，应有明确的机构和个人

对其负责，在必要情况下组织相应人员出庭作证。自

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

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发布后，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

责制度。《指南》中也明确规定“鉴定采用鉴定人负责

制，鉴定过程中会根据需要聘请相关医学专家提供咨

询意见，但其意见仅供鉴定人参考，鉴定人对鉴定意

见负责”。2021年《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规则（试行）》

新增了“鉴定意见书由鉴定专家组成员签名或盖章，

载明其学科专业和职称，并加盖医疗损害鉴定专用

章。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医学会应当按规定组

织鉴定人员出庭”的相关规定，由医学会对鉴定意见

负责。但笔者发现，在实际鉴定中，仍有部分地区医学

会未履行相关规定，鉴定意见书中无鉴定人员签名。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医生愿意在鉴定意见

书上签名（85.00%）和出庭作证（79.84%），但 80.94%
的医生认为应由鉴定机构对鉴定意见负责，57.58%
的司法鉴定人认为应由鉴定人负责，说明虽然大部分

医生可以接受签名和出庭作证，但尚不能接受由鉴定

人对鉴定意见负责，不能适应鉴定人负责制。而由鉴

定机构承担责任，可能不利于对鉴定人的鉴定行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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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约束。仍有 42.42%的司法鉴定人倾向由鉴定机构

承担责任，显示出部分司法鉴定人对鉴定人负责制认

识的不足，应加强鉴定人责任意识，践行职业担当。

因此建议，为保证鉴定质量，使后续审判工作能

顺利进行，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在医疗损害鉴定

中应坚持实行鉴定人负责制，明确鉴定人责任。

3.5 医患双方对医疗损害鉴定机构的选择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66.72%的医生和 78.41%的

患者认为有必要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进行医疗损害鉴

定，其中 74.47%的医生和 79.66%的患者选择司法鉴

定，仅 17.10%的医生和 8.47%的患者选择医学会鉴

定，与 2011年孙小丽等[4]对医生的调查结果（52.82%
选择医学会鉴定、28.53%选择司法鉴定）相反。本次

调查结果与 2012年夏勇军等[7]对医生的调查结果

（47.64%选择司法鉴定、43.58%选择医学会鉴定），

2013年代号等[5]对患者的调查结果（34.13%选择司法

鉴定、9.41%选择医学会鉴定），2014年曾达等[13]对患

者的调查结果（73.05%选择司法鉴定、13.79%选择医

学会鉴定）相比，选择司法鉴定的医患人数呈逐年上

升的总趋势。相关数据[14]也显示，2000年后司法鉴定

机构受理的医疗损害鉴定案件量呈逐年上升的总

趋势。

同时，55.00%的经历过医疗纠纷的患者认为，

鉴定意见对于后续纠纷解决的影响程度大于 75%，

62.84%未经历过医疗纠纷的患者认为影响程度大于

50%，说明在患者心目中，医疗损害鉴定意见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医患双方对医疗损害鉴定意

义、鉴定模式、鉴定主体的认识都产生了根本性的改

变。大部分群众认为医疗损害鉴定是处理医疗纠纷

的先行条件，医疗纠纷案件的核心问题就是鉴定问

题[15]，鉴定意见可能直接影响案件的走向[16]，且倾向

于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对司法鉴定机构的信

赖程度更高。因此，科学公平的医疗损害鉴定对于经

济、高效地解决医疗纠纷以及缓解医患矛盾有重要意

义，合理的医疗损害鉴定模式事半功倍。

3.6 不同群体对不同鉴定机构开展医疗损害鉴定

公平性的评价

医生认为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的公平性略低于医

学会鉴定，高达 95.10%的患者认为司法鉴定公平公

正或较为公平公正。针对两种鉴定模式开展的实际

效果，有学者[3]研究发现，实行“医学会具有鉴定优先

权”的上海市其重新鉴定比例高于实行“医学会和司

法鉴定机构具有同等鉴定地位”的北京市，针对鉴定

意见的上诉率居高不下，由于患者被迫选择医学会鉴

定，时常不配合鉴定工作，造成工作无法进行。且医

学会不受任何部门主管，当事人无法投诉，不利于后

续维权，容易让患者对鉴定的公平性产生怀疑。但目

前尚未有相应法规对医学会鉴定设定具体条件，本调

查结果显示，作为同时参与医学会鉴定和司法鉴定

的，即目前是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专家的司法

鉴定人中，96.43%的鉴定人认为应对医学会开展医

疗损害鉴定设定具体条件。

就鉴定内容而言，虽然都是对医方的诊疗行为是

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

关系进行鉴定，但医学会鉴定更倾向于对医生的专业

技术水平进行评价，司法鉴定则不然。《指南》中将医

疗过错归为三大类：（1）违反具体规定的过错，即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诊疗规范、专家共识等；（2）违

反注意义务的过错，即医方有能力和责任注意到可能

发生的损害，但因某些原因而未能注意到；（3）违反告

知义务的过错，即患方是否对诊疗行为知情同意。医

学会更关注第一类和技术规范，司法鉴定则兼顾第

二、三类，而往往大多数医疗损害都是第二、三类过错

所导致的。

此外，医学会鉴定不得跨区域、跨级别，初次鉴定

必须由涉事双方所在的当地医学会组织，若当事人对

鉴定意见存在异议，应向所在地上级医学会申请重新

鉴定。司法鉴定则不受此限制，当事人可以在全国范

围内选取双方信任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异地鉴定

可以较好地避免本地医生或医疗机构之间的地域保

护，确保鉴定人员的公正性，例如法国就建立了全国

性的官方鉴定专家名单，以实现地域回避[17]。本次调

查结果显示，38.91%的医生和 43.85%的患者愿意选

择异地鉴定，反映出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愿意通过异

地鉴定的方式来获得公平公正的鉴定意见。

目前，除英语系国家无专门的医疗纠纷鉴定体

制，只有自由从业的专家证人外[18]，世界上许多国家

如法国[19]、德国[20]、意大利[21]及日本[22]等均委托司法鉴

定人员或法医学鉴定机构进行医疗纠纷鉴定，在鉴定

过程中可聘请相关医学专家就专门性问题提供建

议[23]，以确保鉴定的公正性、科学性，司法鉴定机构进

行医疗损害鉴定具有明显优势。

3.7 不同群体对参与医疗损害鉴定组成人员的认知

绝大多数人群认为，司法鉴定人和临床医生共同

参与鉴定可更好地确保鉴定公平性，减少多头鉴定、

重复鉴定。《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中也规定应由

鉴定事项所涉专业的临床医学、法医学等专业人员共

同参与鉴定，但临床医生应以何种身份参与到鉴定中

需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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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专家意见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司法鉴定人

的鉴定意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次调查结果显

示，当会诊意见与本人意见发生冲突时，39.39%的司

法鉴定人会坚持自己的意见；60.71%的目前是医学

会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成员的司法鉴定人在参与医

学会鉴定中与临床专家意见发生冲突时，会坚持自己

的意见。《指南》对会诊专家意见作出了明确规定：“专

家意见宜内部存档并供鉴定人参考，但不作为鉴定意

见书的一部分或其附件”，鉴定人综合包括专家意见

在内的所有鉴定材料，根据鉴定原则，制作鉴定意见

书，对鉴定意见负责。结合现阶段医学专家尚无法适

应鉴定人负责制以及实际检案的需求，医学专家以会

诊专家的身份参与到鉴定中可能更有利于鉴定工作

的开展，司法鉴定人也应积极邀请相关专业医学专家

进行会诊，保证鉴定的科学性。

现有司法鉴定机构水平参差不齐，鉴定人员相对

短缺，优秀的鉴定人员主要集中在高校和发达地区，

使部分资质不足的鉴定人参与到鉴定中，导致鉴定报

告质量较差，责任划分不明，造成重复鉴定。50.00%
以上的医生和司法鉴定人认为大多数司法鉴定人的

临床知识比较欠缺；97.73%的司法鉴定人认为需要

定期对其进行临床专业知识、医疗损害鉴定相关知识

的培训。因此，应加强司法鉴定人培养和体制建设，

规范从业人员行为，提高医疗损害鉴定机构及鉴定人

的准入门槛，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但鉴于医学体

系的精密性、复杂性，医院科室众多，专业性强，医疗

分工越来越精细，开展的治疗项目不断更新，不同科

室间的医生都存在“隔行如隔山”的情况。所以，建立

完善的临床医学会诊专家库十分必要，虽然《医疗纠

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已要求设立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

但在实际检案中运用效果并不理想，部分鉴定机构无

法获得专家名单、聘请专家参与会诊。因此，应加强

落实专家库的实际运用，定期对专家进行考核，规范

会诊，促进临床医生与司法鉴定人之间的相互交流。

综上，笔者建议，医学会鉴定和司法鉴定应在双

方现有基础上取长补短，制定基本统一的医疗损害鉴

定规则，探索出一种人民群众所认可的科学公正的医

疗损害鉴定模式。对于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应规范鉴

定机构和鉴定人行为，提高自身鉴定水平，同时积极

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参与会诊，推进司法鉴定的科学

化、规范化、法制化。开展医疗损害鉴定的司法鉴定

机构应满足一定条件：（1）所涉专业领域宜至少包括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最好涵盖法医毒物鉴

定和法医精神病鉴定；（2）所涉专业领域鉴定人应至

少有 2名具有司法鉴定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或从事相关工作 8年以上且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

（3）司法鉴定协会应建立完善的临床医学（副高级及

以上职称）会诊专家库，供鉴定机构使用；（4）符合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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